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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人”到“行为人”： 

公共政策研究的行为科学转向* 

吕小康 1  武  迪 1  隋晓阳 1  汪新建 1  程婕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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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的质疑以及决策心理学领域的证据积累, 公共政策研究愈加关注

现实状态中的民众心理与行为规律。此类行为科学化的公共政策研究与实践注重以满意度、信任感等体现公

共利益与主观体验的心理学指标来判断公共政策的执行情况, 并利用相应的心理效应与技术以提升公共管理

质量、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借鉴英国的行为洞察团队、美国的社会与行为科学团队等

实体机构的运作经验, 进一步明晰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学科内涵, 组建实体智库、并立足中国国情展开针对性

研究, 是推进今后我国行为公共政策研究及其实践的可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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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从事行为决策研究的经济学家理查

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 又译理查德·泰勒)因

在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领域的突出

贡献获得 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又一次引发了

学界和大众对行为经济学和决策心理学的热议。

塞勒一直以来都提倡将心理学知识应用于公共政

策, 各国政府也不断实践着这方面的观点。2010

年英国政府成立专门的助推机构行为洞察团队

(Behavioral Insights Team, BIT), 其他国家包括澳

大利亚、德国、新西兰和新加坡也紧随其后, 美

国奥巴马政府也于 2015 年成立社会与行为科学

团队(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eam, SBST), 

各国政府的助推机构在推动养老金储蓄政策的实

施、提高美国大学入学率、节约能源和提高疫苗

注射率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Benartzi et al., 

2017; Thaler, 2015)。这些公共政策的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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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以采纳或借鉴心理学等行为科学的理论与实

践成果为主要特点。 

从已有学术界定上看, 公共政策是由政府机

关和政府官员所制定的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 , 

使一个或一批行动者为解决某一问题及其有关事

物而展开这些活动(Anderson, 2003)。它通常是公

共权力机关为解决某一公共问题而推出, 以调解

社会冲突、平衡各方利益、增进公共利益为目的

(Bennett & Vedder, 2015; Lee, 2012; Schmitt & 

Schulze, 2011; Shi, Tsai, & Kao, 2009), 从而改变、

保持或者创造有益于人类福祉的生活环境(Shafir, 

2013)。它包含“做什么”与“不做什么” (决策)、“怎

么做” (执行)、“做得如何” (评估)等多个相互连贯

的动态过程(戴伊, 2004; 豪利特, 拉米什, 2006)。

当前, 公共政策的内涵界定无论是对全社会的价

值进行权威性分配(伊斯顿, 1993), 还是对社会中

各种利益进行选择与整合(陈庆云, 2011), 普遍选

择客观物质作为体现价值与利益的载体 , 加之 , 

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教育、福利、医疗卫生、环境、

交通等核心问题, 离不开经济成本与治理效益的

权衡, 导致公共政策领域对经济理论具有高度依

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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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 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 以公共政

策为自变量, 分析或测度政策结果, 是该领域广

义上的主要研究类别之一, 通过引入大量的经济

学概念, 帮助决策者更好的设计和选择政策(薛澜, 

林泽梁, 2013)。另外, 从既有政策评估的重点看, 

其核心评估方式考察表征各种物质利益的宏观经

济社会指标是否有所提升, 如将收入增长、失业

率下降、发病率降低等作为公共利益提升的操作

化标准, 却很少考虑政策满意度、利益获得感、

主观幸福感等主观化的指标。但是, 随着行为科

学被逐渐引入经济学研究, 个体与群体的行为规

律可以矫正经济模型解释社会现实与预测社会发

展之间的偏差, 令行为因素同样成为公共政策研

究领域亟待验证与引入的关注点之一。 

事实上, 为了保证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 公

共政策的出台与执行始终离不开对该政策适用范

围内的各群体和个体的心理状态与规律的准确把

握。但是长期以来, 公共政策作为政治学、经济

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主要研究内

容, 注重从宏观视角(国家或组织)探讨公共政策

的必要性、合法性和执行效率, 依据理论研究所

提出的现象阐释和解决对策, 难以进行实践的检

验与运用(郑肯, 勉闻光, 2016), 即使研究者能够

注意到心理状态与规律的影响, 却受制于宏观层

面的方法所限, 无法合理探讨民众欢迎或抵触某

一公共政策的心理机制等社会心理学层面的问

题。其实, 心理学在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

问题和实践技术上均与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有本

质上的契合(杨玉芳, 郭永玉, 2017), 加之, 社会

治理的主体是人, 并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事务作为

治理对象, 实践过程实际上就是群体决策的心理

活动(辛自强, 2018)。只是, 心理学自身对公共政

策研究的参与度较低, 对如何应用心理学理论、

方法与技术参与社会治理的探讨还处于起步阶段

(杨玉芳 , 郭永玉 , 2017), 但随着 Kahneman 和

Tversky 以及 Thaler 等人以决策过程为联结点, 将

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现象具体化为中微观的个体与

群体行为规律, 解决了行为科学应用于公共政策

研究的方法与技术方面的主要障碍。 

显然, 所有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以及广义的

治理过程, 都无法脱离具体的人和他们构成的群

体。一旦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偏离了人类自身的心

理诉求和文化传统, 无论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如何

完美, 都很难取得成功(斯科特, 2017)。因此, 在

公共政策研究领域, 注重引入心理学等行为科学

的立场、观点与技术是必要之举。尤其是侧重政

策结果的研究, 本身便具有实践导向, 即在实践

中检验政策效果, 更是需要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规

律及其数据信息, 以完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事

实上, 许多西方的公共政策研究者和心理学研究

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 并开展了诸多政策实践

和学术研究 , 从而逐渐发展出“行为公共政策研

究” (behavioral public policy study)这一全新的交

叉学科领域。虽然目前行为公共政策研究还较少

作为一个专业术语而被人重视, 但已经在经济学、

政治学、公共管理和心理学等领域分散性地积聚

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的实践性尝试。总结西方

相关领域的学术成果与实践经验, 可为结合中国

国情开展类似的相关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有益的

借鉴。 

2  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历程 

2.1  从行为经济学到行为公共政策研究 

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产生与当代社会科学对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 (rational man)假设的批

评密切相关。约束条件下的 大化行为是理性人

的典型决策形式, 但未经深思熟虑与不符合常理

的个体决策行为屡见不鲜, 个体对 优选择和决

策环境存在理解差异, 这动摇了“理性人”假设的

根基(Hodgson, 2012)。实际上, “理性人”假设并非

承认人是“理性人”, 而旨在为讨论人的行为提供

一个共同的起点(张翔, 2015)。只是, 为避免经济

学研究者陷入人性争论而设置的假设前提, 反倒

成为制约经济理论解释实际问题的根本性障碍。 

对此, 经济学领域逐渐出现“行为人” (behavioral 

man)替代“理性人”的探索, 研究者普遍关注能力

和动机的综合作用, 既探讨个体是否拥有实现某

类 优决策的能力, 又侧重亲社会性、公正、声

誉等社会性动机对个体决策的影响(莫志宏, 申良

平, 2014)。从 Simon (1955, 1982, 1986)论证个体

基本心理过程是制约理性 大化决策的因素, 到

Kahneman 和 Tversky (1979)针对不确定情境中的

决策行为提出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 逐渐开

启学者探讨描述方式(Tversky & Kahneman, 1981)、

情绪(Bell, 1982; Loomes & Sugden, 1982)、偏好

(Beshears, Choi, Laibson, & Madrian, 2008; Cong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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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ng, & Mullainathan, 2009; Golman, Hagmann, & 

Loewenstein, 2017)、时间感知(Loewenstein, 1988; 

刘扬, 孙彦, 2014)等各种行为本身及影响行为的

因素对个体决策的作用, 呈现心理学探究个体决

策机制的专业性。 

前文提到, 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对经济理论存

在高度依赖性, 所以, “行为人”假设对经济学领域

的影响, 同样延伸至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事实上, 

社会生活普遍包含各类经济现象, 许多经济学者

本是利用各种社会事实检验“行为人”假设, 却同

时为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引入行为因素的可能性和

必要性提供了依据, 为公共政策研究实现行为科

学转向奠定了研究基础。比如, 消费者行为难以

被正统经济模型所预测(Thaler, 1980), 还有储蓄

选择、教育发展、法律约束、成瘾物质控制、公

共物品获取、薪酬变动、健康保障等围绕经济问

题的现象(Diamond & Vartiainen, 2007), 既是行为

经济学进行应用研究的主要对象, 也是社会治理

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对于这些问题, 心理学领

域并非从未予以关注, 甚至早已对公共政策的制

定过程、政策环境、政策概念、政策研究方法展

开了研究, 只是略显晦涩的研究成果, 始终难以被

其他学科以及社会公共领域所接受(Task Force on 

Psychology & Public Polic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n, Board of Social & Ethical Responsibility for 

Psychology, Washington, DC., 1986)。 

行为公共经济学(Behavioral Public Economics)

是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受“行为人”假设影响的重要

方面, 得以解决政府依据新古典经济理论无法有

效调节经济行为所引发社会问题的困境(朱国玮, 

左阿琼, 2010)。比如, 政府干预成瘾行为、制定禁

毒政策、监禁等治理方式, 可根据神经科学领域

对成瘾行为的脑机制研究, 通过了解成瘾者的行

为实现降低成本、提升政策实用性的效果(Eagleman, 

Correro, & Singh, 2010)。还有社会福利、储蓄行

为、公共品供给、集体决策时的投票行为、财政

领域的政策选择行为, 均需要大量的公共政策分

析, 只是“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这些公共品供给

的自愿情形以及公共领域合作等问题(周业安, 王

一子, 2017)。所以, 公共政策研究、经济学、行为

公共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从凸显经济特征的社

会公共领域着手, 以社会治安、健康保健、医疗

保险、税收为核心研究内容, 着重从丰富政策的

实施方案、改进政策的预测过程、创新福利的内

涵解读等方面, 更新对人类经济行为规律的归纳

与预测, 以实现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改变(Chetty, 

2015)。与此同时, 这一趋势扩展至公共管理研究

领域, 自 1996年至 2015年期间, 该领域顶级综合性

学术期刊涉及心理学内容的论文发表量呈现显著增

长趋势(Grimmelikhuijsen, Jilke, Olsen, & Tummers, 

2017)。 

综上所述, 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 理性模型

本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De Neufville, 1983; 

Alexander, 1984)。但是, 行为经济学以及行为公

共经济学的出现 , 动摇了“理性人”假设的根基 , 

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论模型基础。21 世纪

伊始, Madrian 和 Shea (2001)、Thaler 和 Benartzi 

(2004)提出改善养老储蓄的行为经济学策略 , 

Thaler 和 Sunstein (2008)提出政府应以“自由主义的

温和专制主义” (libertarian paternalism)助推个体做

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和行为, 逐渐开启了行为

科 学 推 动 公 共 政 策 发 展 的 序 幕 。 随 后 , 以

Congdon、Thaler、Madrian 等人及其团队为主要

研究者(Benartzi et al., 2017; Congdon & Shankar, 

2015; Madrian, 2014; Thaler, 2015; Mullainathan, 

Schwartzstein, & Congdon, 2012), 将公共政策研

究推向了行为领域的新方向。塞勒获得诺贝尔经

济学奖, 更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和学术界对这一研

究领域的重视与期待, 行为公共政策研究有望获

得进一步的发展。他所极力主张并实践着利用个

体认知规律而引导其行为发生微妙变化的助推策

略, 已被验证有利于某些政策的执行以及社会现

状的改善(Thaler, 2015), 为公共政策研究的行为

科学转向提供了强有力的经验证据。 

公共政策研究的行为科学转向, 也离不开判

断与决策心理学家的参与。判断与决策学会前主

席 Jonathan Baron 将决策理论按照性质分为了三

种类型: 规范性模型(normative model)、描述性模

型 (descriptive model)和指导性模型 (prescriptive 

model) (巴伦, 2009)。李纾(2016)将这三种决策理

论类型分别对应三种社会制度或经济体制。规范

性理论是关于什么思维可以 佳地实现思考者的

目标的理论, 对应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

济; 描述性理论是关于人们通常如何思考的理论, 

对应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 指导性理

论是“指导”或陈述我们应当如何思考的简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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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指导性的市

场经济。行为公共政策研究, 可以说是一种基于

规范性模型与描述性模型研究的基础上, 面向实

际应用的指导性模型。 

遗憾的是, 虽然零星见于报刊短文或口头交

流中 , 至今仍未有学者特别明确将“行为公共政

策”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 , 并将之作

为一个细分的研究领域加以推进。因此本文中所

提到的“行为公共政策”, 应理解为“涉及人们行为

规律与特征的公共政策”, 而“行为公共政策研究”

则是“具有行为科学特征的公共政策研究”, 暂取

一种宽泛松散的含义加以理解。但是, 公共政策

模型从完全理性向有限理性的转变, 已经成为公

共政策研究领域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 (蒋励佳 , 

2012; 赵俊男, 2014)。 

2.2  中国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态势 

与国外学界的情况类似, 我国行为公共政策

研究也较为分散, 但也已逐步体现出明显的以心

理学知识与技术服务于公共政策和社会治理的责

任担当, 并呈现出一定的学科自觉意识。相比于

行为科学所涉及的其他学科, 心理学已经成为参

与社会治理的先行军。近些年来, 我国重大自然

灾害事件和突发性社会危机事件不断出现, 环境

治理、贫困治理、社会心态治理等领域也方兴未

艾, 在客观上为心理学家投身于公共政策研究提

供了丰富的机遇和实践场所。此类研究主要集中

于对环境风险的认知过程与心理应对、对公共政

策的公平性认知与满意度考评等心理学内容, 并

以此提出改善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建议。 

例如, 我国 2002 年底至 2003 年春爆发的严

重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传染病这一公共卫生危

机事件, 促进了对疫情信息的风险评价的研究和

社会心理预警指标的建设(时勘等, 2003); 2008 年

5 月四川汶川突发 8.0 级地震, 研究者发现越接近

震中的个体, 心理反而越平静, 由此发现并命名

了“心理台风眼”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即

在时间维度上, 越接近高风险时段, 心理越平静; 

在空间维度上, 越接近高风险地点, 心理越平静

(Li et al., 2009; Li et al., 2010; 李纾等, 2009); 类

似 SARS 传染病和汶川地震等危机, 促进了突发

公共安全事件的风险沟通研究 (谢晓非 , 郑蕊 , 

2003; 梁哲等, 2008); 对颇有争议的二甲苯化工

(PX)项目的环境危害性感知导致的环境抗争群体

性事件以及污染型产业的选址与地域转移问题 , 

促进了学界对环境领域的邻避效应的研究(陈昌

容, 周林意, 2017; 王娟, 刘细良, 黄胜波, 2014; 

王佃利, 王玉龙, 于棋, 2017; 张婧飞, 2015)和社

会许可(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 SLO)的研究(王

建, 黄煦, 崔周全, 栗欣, 胡克, 2016; Zhang et al., 

2015), 以及对出台环境公共政策前的民意调研与

分析的相关研究 (刘立波 , 2015; 唐啸 , 胡鞍钢 , 

杭承政, 2016; 林丽梅, 刘振滨, 杜焱强, 苏时鹏, 

郑逸芳, 2017; 王丽丽, 张晓杰, 2016); 城镇化进

程的不断加速, 通过对城市、城镇及农村居民的

住地依恋研究, 促进研究者发现了城镇化进程中

的“城镇位错效应” (town dislocation effect), 启示

在城镇化进程的评估中, 要综合使用客观指标与

主观指标, 注重加强城镇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建

设(李纾, 刘欢, 郑蕊, 2017)。 

又如, 当下空气污染的严峻形势, 促使学界

关注雾霾治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与政府和企业

形成治污权力的相关议题 (吕小康 , 王丛 , 2017; 

张君 , 孙岩 , 陈丹琳 , 2017); 中国政府对反贫困

和社会公正问题的高度重视 , 也催生了“心理扶

贫”策略、即从心理学视角出发研究贫困群体的生

理、认知、情绪等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扶贫策略的

研究(艾娟, 2017; 曹艳春, 2017; 陈坚, 2017; 杭

承政 , 胡鞍钢 , 2017; 吕小康 , 汪新建 , 付晓婷 , 

2014; 王昶 , 王三秀 , 2016; 吴胜涛 , 张建新 , 

2007; 徐富明等, 2017); 关于社会心态及其治理

对策的研究也受到学界和政府的充分重视, 在社

会学和心理学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吕

小康, 2017; 吕小康, 朱振达, 2016; 吕小康, 张

慧娟, 2017; 王俊秀, 2014a, 2014b, 2016, 2017; 周

晓虹 , 2014)和系列调研结果 (王俊秀 , 杨宜音 , 

2013, 2014, 2015; 王俊秀, 陈满琪, 2016), 并正

积极转化为相应的政策建议, 而且展示出一定的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心理学理论范式的潜质。同时, 

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不断从交叉视角的角度重视

风险认知与沟通、舆情传播与民意建构、专家话

语与受众接受度的相关研究(汪新建, 张慧娟, 武

迪, 吕小康, 2017; 王丽萍, 2017; 徐蓉, 2009), 使

得公共政策的行为科学视角有了充分的跨学科传

播基础。 

所有这些研究, 无一不是受当下中国社会转

型过程中重大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阶层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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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流动、城镇化推进与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国际

化接轨与本土化创新等宏观社会背景驱动, 有着

鲜明的应用研究导向和政策输出的公共知识诉求, 

引进了一系列西方行为科学成果和技术, 提出了

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心理学效应。但相对而言, 还

欠缺成熟的理论框架, 也没有形成实体化的政府

智库或公共政策导向型的学术研究团体, 因此要

成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应用心理学领域还有待进一

步的理论整合和实践探索。 

3  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主题 

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主旨主要包括如何更有

效的达到政策目标、如何更有效地评估政策效果

等方面, 同时也关注公共政策的社会正义特性。 

3.1  控制政策设计与执行的成本 

成本是众多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时所必须考

虑的指标。利用个体或群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 , 

可以降低公共政策的投入成本, 或者增加政策的

经济收益, 从而提升公共政策的执行效率。应注

意的是, 这里所谓的“成本”并不仅仅是狭义的经

济成本, 还涉及认知成本。这一主题在行为经济

学的系列研究中体现得 为明显, 也产生了丰富

的成果。 

英国的行为洞察团队旨在提升公共服务的经

济性和便利性, 通过提供适用于特定政策的人类

行为模型以促进服务效果的产生, 并使群众能作

出 有利于自身的决定(Behavioral Insights Team, 

2017), 分析行为科学在具体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

作用, 包括避免儿童救助申请的重复频率和盲目

增加救助规模情形的出现(Service et al., 2014), 

为家长、老师、学校领导提供教育行为引导

(O’Reilly, Chande, Groot, Sanders, & Soon, 2017), 

邮 寄 信 件 即 可 影 响 年 轻 人 的 大 学 申 请 行 为

(Sanders, Chande, & Selley, 2017)等。美国的社会

与行为科学团队(SBST, 2015)主要关注各类政府

服务项目在降低运营成本时的行为规律, 着重从

行为科学视角解读群众面对政策时的决定和反应, 

强调服务于群众的各类项目只有容易接触、理解

和使用 , 才能令群众认识到其中的益处 (White 

House, 2015), 重点考虑政府决策和个体行为影响

政策执行效率 , 在保证项目按规章执行的同时 , 

依据行为规律节约实施成本, 甄别出政府更易提

升执行效率的项目。 

另外, 有研究利用框架效应, 用惩罚降低高

收入比奖励表彰更能激发教师用心提升学生表现

的动机(Jr Fryer, Levitt, List, & Sadoff, 2012); 有

研究利用默认效应(default effect)减轻决策者的心

理负担, 提供潜在保证的暗示, 仅通过更改默认

选项这一简单操作, 将直接影响机构的捐款政策、

消费者的决策、退休计划的制定(Dinner, Johnson, 

Goldstein, & Liu, 2011; Madrian, 2014)、促进穷人

的储蓄行为(Bertrand, Mullainathan, & Shafir, 2004), 

通过简化选项、降低认知成本, 可以达到增加参

与度的目的, 简化选择项亦能促进个体参与健康

计划的决策(Gennetian & Shafir, 2015; Bhargava, 

Loewenstein, & Sydnor, 2017)。而提升政策的经济

收益的研究则多与经济、财政、税收政策有关。

比如, 有研究发现更改缴税规范的通知信件无法

改变提升纳税行为, 但包含社会规范和公共产品等

信息的通知邮件却可以(Hallsworth, List, Metcalfe, 

& Vlaev, 2017); 简化支付链接网址可提升医疗保

险的在线还款率(SBST, 2015)等。 

3.2  提升政策效果中的社会效益 

当然, 也有些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目标并不

在于提高经济效益, 而在于提升社会效益。同时, 

经济利益的投入与产出也不是公共政策研究所关

注与评估的唯一可操作性指标和方式。这方面行

为公共政策研究同样有用武之地。美国的社会与

行为科学团队为促进人们参与退休保障金计划、

提升大学入学率、增加工人就业和小型企业创收

的机会、推动人们完成健康保险的投保过程等直

接改善人们参与项目的状态, 探索行为规律以促

进社会效益的政策设计与实施方案。比如, 通过

对比呈现清洁与非清洁能源的选项提升消费者对

可再生资源的选择率, 以简化温室气体的年度报

表形式增强社会大众对环境变化的理解, 均增强

了相应政策的影响力(SBST, 2016)。英国的行为洞

察团队试图分析降低卡路里摄入的政策实施与人

们体重增加之间的矛盾现象(Harper & Hallsworth, 

2016)。 

还有, 一些研究利用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

效应, 把某家庭收到的水电煤气等能源消耗量与

其邻居的相关信息进行对比, 可降低能源耗用量

(Allcott, 2011); 为司机提供与其身份相似或驾驶

高级轿车者的交通行为, 可以有效减少司机的交

通违反行为(Chen, Lu, & Zhang, 2017); 向家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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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的大学申请信息和帮助, 可提升其子女的大学

入学率(Bettinger, Long, Oreopoulos, & Sanbonmatsu, 

2012); 政府透明度可以提升低知识水平被试对政

府的信任度, 但高知识水平被试对政府的信任程

度却不受其透明度的影响 (Grimmelikhuijsen & 

Meijer, 2014), 这说明对政府的信任既与政策的

内容有关, 也与受众群体的特质有关, 如何以及

何时推出相关政策, 需要更为精准的考量; 医疗

服务的框架效应会显著影响被试的满意度(Olsen, 

2015), 这提醒政府或组织在描述其所提供的公共

服务时应谨慎使用相应的叙述框架。 

3.3  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 

此外, 公共政策是对抗社会不公、提升社会

正义的重要工具。在推出这些政策时, 若正确地

利用心理学知识, 有助于降低偏见、歧视、污名、

刻板印象, 从而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如果说前

面的行为公共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认知心理学的策

略, 这一部分的公共政策研究则更多依赖社会心

理学的研究成果。 

改善群体接触状态和丰富信息获取途径, 是

行为公共政策研究为提升社会公正感所普遍采取

的干预措施。行为公共政策研究强调偏见源自个

体对社会环境的特定认知, 并非无知、仇恨等个

体意识或情感所致, 从而并不注重改变个体认知

以影响偏见现象的干预路径, 而是从个体日常生

活的一举一动中总结偏见影响个人社会判断和行

为的规律, 期望通过制定公共政策以避免偏见侵

害社会利益与破坏社会公平。例如 , Graham 和

Lowery (2004)发现警察若接触与黑人有关的刻板

印象词汇, 将明显增强对青少年盗窃或者暴力行

为的有罪认定; 增加医患之间的接触时间和要求

医务人员增加跨文化教育培训, 可以帮助各类病患

获得平等的治疗待遇(Shelton, Richeson, & Dovido, 

2013); 不同种族的大学生随机住在同一寝室, 可

明显改变成员对外群体的偏见态度(Shook & Fazio, 

2008; Van Laar, Levin, Sinclair, & Sidanius, 2005); 

向学生讲解刻板印象威胁现象的原理, 可有效缓

解这种偏见效应(Johns, Schmader, & Martens, 2005)

等等。当然, 面对偏见与歧视等现象的复杂性, 心

理学等行为科学尚处于探索其本质的研究阶段 , 

诸多心理与行为层面的干预策略普遍处于干预效

果和生态效度有待提升的境地 (杨廙 , 胡金生 , 

2013), 即使提出向偏见者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性意

见、学校和社区采取干预措施、利用大众媒体的

宣传功能、提升政治觉悟和意识等不同层面的改

善措施 (Guerin, 2005), 也是成效微弱且效能的

持久性较差, 因此这一方面的规律仍有待总结和

提升。 

4  总结与展望 

行为科学视角下公共政策研究之所以能够获

得流行, 与其所使用的方法密不可分。行为科学

擅长开展实验研究, 将各类公共政策现象以及参

与者作为研究对象, 用被试的实际表现及其变化

证实具体的行为规律, 体现科学的精细化、控制

化的特征, 恰好满足当前社会治理更加注重细节

和人性化效果(陆志孟, 于立平, 2014)的需要。传

统实验室研究的外部推广效度一直广受批评, 为

此, 行为科学也常采用现场实验(field study)的方

式加以弥补。纵览行为经济学以及行为公共政策

研究, 普遍以实验室研究结论为前提, 再运用实

地研究验证真实环境中的表现, 缩减实验环境与

真实环境之间的差距, 从而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

经得住实践检验的实证支撑。在积累起精细化和

确定性经验证据后, 行为科学研究者就有了更充

分的信心去质疑传统“理性人”这一古典经济学的

核心假设, 并能够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 

行为公共政策研究受到欢迎的第二个原因在

于其与生俱来的跨学科性。公共政策研究本身涉

及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

会科学类学科, 同时像环境污染、公共卫生、信

息安全等领域又同具体的化工、医药、网络等自

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类学科密不可分。心理学犹如

一个催化剂, 在不同学科、不同背景之间起到粘

合助推的作用。一旦某种心理学技术能够顺利应

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或评估, 就很容易在

该政策涉及的多学科、多领域造成广泛的影响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是向政策制定者和民众推广

心理学知识的 佳途径之一。 

虽然行为科学研究已经涉猎各类公共政策研

究领域, 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研究态势, 但也暴露

了研究主题过于分散、研究内容缺乏整合、研究

结果存在矛盾、研究结论难以推广等问题。本质

上讲, 这正是人类行为的多样化导致行为规律的

总结与运用可能随时面临无法解释的现实情境。

其实, 早在 2005 年, 多学科领域的行为科学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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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行为科学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时, 曾提出三

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1)明确具体的研究分支和领

域; (2)确定政策研究的可行性方向; (3)探索使研

究结果有效影响政策制定者的途径(Amir et al., 

2005)。这三点仍是目前行为公共政策研究所需面

对和解决的。同时, 鉴于国内类似研究积淀较浅、

实体机构较少且国内的公共管理实践有别于西方

社会等现实, 我国的相关研究还需要特别注意立

足中国国情而开展。为此, 本文拟从学术和实践

层面提出如下三点应对思路。 

第一, 进一步明确“行为公共政策”及“行为公

共政策研究”的学术内涵 , 提供一个有着相对清

晰但又具有一定包容性的界定, 成为能够为主流

学界认可的学术术语和学科领域。由于公共政策

研究涉及的领域众多, 不同领域涉及的专业知识

也各不相同 , 因此 , 就具体的研究导向而言 , 仍

宜根据各个国家与政府的发展规划和具体的社会

需求, 以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 , 针对不

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选取短期的研究主题和内容, 

深度积累相关的政策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之上 , 

逐渐积累公共政策研究视角下的行为规律现象 , 

再确定长期的研究目标和研究价值, 同时提炼行

为公共政策研究的核心框架和实践体系, 支持公

共政策科学研究从“理性人”到“行为人”的根本性

转向。同时, 行为公共政策研究不仅需要从事大

量有别于传统政策研究的工作, 还要主动阐明研

究结果与政策内涵的关系, 以减轻政策制定者的

理解负担, 为公共权力部门采纳政策建议创造更

为轻松的认知氛围, 从而增加自身结果为他人采

纳的可能性。 

第二, 组建不同领域的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

实体性智库, 拓展行为科学家的参政建言渠道。

公共政策研究具有天然的跨学科特色, 专家话语

首先需要在专业群体中获得共鸣, 才能形成强有

力的传播效应。目前, 国内带有明显心理学等行

为科学特色的智库尚不多见, 尤其涉及心理学领

域时, 心理学家更多地作为团队一员而非主导者

参与智库建设与建言行为。这与传统心理学更加

重视实验室研究和基础研究的导向有关。为更有

效地进行知识输出与社会服务, 心理学家应更加

积极地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的全过程, 培

养一批既有坚实学术基础、又有政府实践经验的

高端政策人才, 为当代国家治理提供更为重要的

智力支持, 从而也为行为科学争取更多的行政资

源与更广阔的实践空间。 

第三 , 立足中国国情开展行为公共政策研

究。公共政策的推出首先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体

制和权力运作方式。应该看到, 西方行为经济学

和公共政策研究的所有理论与实践, 都离不开其

所依存的政治体制与民主传统。不顾中国现实照

搬其经验, 本身就是 不符合“行为人”假设的行

为。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治理问题, 既有与国

际经验相近的一面, 也有突显自身特色、无法找

到既有模板的一面。有些社会问题可能与西方历

史发展中的类似进程较为接近, 比如环境污染问

题、网络技术风险问题、公共卫生问题等; 有些

问题则明显带有中国社会的浓厚印记, 比如医患

关系问题、信访上诉问题、拆迁征地问题等。因

此, 不能简单地认为某种行为技术已经成功应用

于西方某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就主张将其

直接应用于中国实践, 仍应考虑中国社会的实情

与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加以改善和调整。但也正因中

国国情的特殊性, 中国社会的转型为行为公共政

策研究提供了一个其他国家难以遇见的实验场。

在这实验场中锻炼塑造的行为技术, 将为公共政

策研究的学科发展注入明显的中国元素和中国经

验, 当然这还有待于国内学者的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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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ational man to behavioral man: The behavioral turn of public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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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 Weihai 26420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riticism by behavioral economics on the rational man assumption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empirical evidences in the field of jud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public policy researchers increasingly 

paying closer attention to the exploration of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mechanism of human being in 

real life. These studies tend to use psychological measures, such as satisfaction and trust indicators that 

embody public interests and subjective feelings, to assess the performance of public policy. Besides, 

relevant psychological effects and technologies are employed to improv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foster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studies of public policy in China 

should learn the experience of two matured organizations, which are Behavioral Insights Team in UK and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eam in US, clarify the connotations of this discipline, establish think tanks, 

and conduct researches based on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Key words: rational man; behavioral man; behavioral science; behavioral public policy 

 


